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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云翱

■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中国大运河不仅是人工开凿的运输河流，更是重要的中华文化涵养带，它还联通着
海洋和不同的地区文明，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贺云翱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大运河考古、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及研究等工
作，重点参与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基础调研及主持多项大运河田野考古工作、大运河文化带尤其是江苏段的决策咨询调研工
作，以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相关研究工作。在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期间，多次提交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以及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紧密相关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建议等。本期讲坛邀请贺云翱教授从大运河入手解读中国大运河与
世界的互联互通。 ——编者的话

人类的文明创造活动离不开自然
的支撑和规约，但是人类也可以通过
大型工程对自然进行改善和空间重
组，创造更优化的文明生存条件，这种
文明一旦创造并取得重大成就，就会
超越创造者本身的时空限制，从而产
生世界性意义。中国大运河的发生和
发展大体上符合这样一个原理。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
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稳定政权、维持
统一为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
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自然
大河都是东西流向而缺失南北沟通、
南北区域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等问
题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
空间尺度，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
运河发展的悠久历史阶段，代表了工
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
中国大运河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
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
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
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
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
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
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
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乃至世
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大运河是如何形成的呢？这
要从距今8000万年—300万年间发
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的中国及
周边国家的河流与地貌格局说起。这
样的地貌格局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
是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自然大河都是
从西向东流淌，并最终进入太平洋，只
有少数河流进入印度洋或北冰洋；二
是中国形成从西向东逐级降低的“三
级阶地”，使中国的平原集中在东部，
西部则以山地为主，从而导致东、西部
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模式。

大运河的存在，不仅推动中国形
成“四大文化板块”（草原高原文化板
块、黄河文化板块、长江文化板块、海
洋文化板块）现象，从而导致中国文化
的多样共生甚至文明中心的多次转

移；还推动中国形成“胡焕庸线”现象，从
而导致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均衡
现象。所谓“胡焕庸线”，即中央大学地理
系主任、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
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在
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人口、城镇化水
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
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还促使中国与外部
世界的沟通形成主要的三条通道：一条
是蒙古高原的“草原丝路”，为欧-亚之
间最古老的文化通道；第二条是从中国
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或“青海道”及新
疆通向中亚乃至环“地中海文明圈”区域
的“陆上丝路”；第三条是从中原乃至整
个中国“东南区域”通过环海港口到达环
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海上丝
路”。当然还有西南高原丝路、西藏高原
丝路、万里茶道等对外交流路线。

为此，我国必须对喜马拉雅造山运
动所导致的自然大河彼此分隔所形成的
多元文化板块进行联通和整合，否则，南
北分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陆
上丝路”及“草原丝路”与“海上丝路”间
的分离等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于是，中
国大运河的形成，就是重组和改善因喜
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的中国自然大河格
局并解决诸多深层次问题的一种最重要
的工程措施。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大运河
工程总是由国家主导的根本原因。或者
说，古代中国的大运河开凿、管理、运行
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文明运动，而不仅仅
是一项纯粹的交通、水利工程。

古代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
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
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即

“中国大运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土
地上古代唯一的南北贯通而且是联通所
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
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
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运
网络系统。它也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
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因为至少
从隋唐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再也不能
离开大运河。

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

中国大运河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
元20世纪上半叶持续完成的巨型人
工运河工程，包括先秦到南北朝的大
运河、隋唐宋大运河、元明清京杭大运
河。它经过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
东、安徽、江苏、浙江8省市，涉及数以
百计的大中小城市。河道总长约3100
公里（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
河），其中主线长度约2681公里。它经
历过运输河道、南水北调输水通道、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
产（长1011公里）、国家文化带及国家
文化公园几个阶段。今天它具备着生
活、生产、文化、运输、供水、水利、旅
游、生态、景观等综合性功能，仍然是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

21世纪以来，文化战略成为世界
性话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适应这
一形势，也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在
这个过程中，大运河的身份发生了里程
碑式的转化，即从一般性运输河道转变
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
文化遗产”乃至“国家文化公园”。

2005年 12月，郑孝燮、罗哲文、
朱炳仁三位专家联名致信大运河沿线

各市市长，呼吁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58位政协委
员联合提交提案，呼吁启动对大运河的
抢救性保护，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年
6月，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被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申遗
工作正式启动。2007年9月，“大运河联
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在江苏扬
州挂牌成立。

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成功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
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评价是：“大运河是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
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
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
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
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
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
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隋唐大运
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各个河段的
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河
道27段，遗产点58处，涉及沿线8个省
市的27座城市，河道总长1011公里，约

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文化宝库

考古发现证明大运河是
我国古代重要的国际性交通通道

中国大运河虽然是内陆运河，但
是由于它的区位在中国的东部地区，
与汇入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诸海洋
的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甬
江等自然江河下游直接连通，加上一
些连接海洋的大运河支线运河如掘沟

（古通扬运河，又称盐运河）、娄江（浏
河）、连云港境内的盐河等，使大运河
与诸海区连为一体，由此，大运河遂成
为从中国内地都城通往外部世界的
通途。

中国古代大运河的发展与世界互
联互通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局域性运河阶段。
从公元前486年前后邗沟、胥河、古江
南河（丹徒水道）、黄沟运河（沟通泗水
与济水，入黄河）、鸿沟等开始，一直到
隋代之前。主要涉及黄河、淮河、长江、
钱塘江之间的运河；浙东运河在这一
阶段也已成形。还有西汉吴王刘濞开
通的“东邗沟”、西汉的漕渠、东汉的阳
渠、三国时期的破岗渎、越国山阴古水
道、西晋西兴运河（沟通钱塘江与曹娥
江）等。

这个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
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后期海上
丝绸之路逐步崛起，但是运河的作用
还不显著。

第二个阶段是全国性大运河形成
阶段，历隋、唐、宋三代。北及涿郡（今
北京），南至明州（今浙江宁波），西通
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东京（汴梁，
今河南开封）等。包括联通隋唐东都洛
阳和北宋首都东京的通济渠（汴渠）、
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浙东运河、
盐运河等，当然，长江、淮河、黄河等自
然大河这一时期也被纳入大运河的运
输系统。

这个时期的前期，陆上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这个时期
的后段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发达时期，
大运河对中外交通发挥重大作用，大
运河城市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苏
州、明州、杭州等都利用大运河联通海
洋的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城市。

正如唐《元和郡县志》所写：“通济
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
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
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
……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
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第三个阶段是全国性大运河的进一
步发展的京杭大运河阶段，历元、明、清
三代。从首都北京到宁波，包括通惠运
河、北运河、南运河或御河、会通河、中运
河、里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等。

这个时期的前期（元、明代早期），海
上丝绸之路保持发达期，大运河与庆元

（今浙江宁波）、太仓刘家港（今江苏太
仓）、河北黄骅海丰镇等海丝城、镇关系
密切；后期转为衰弱期。

过去，学者们已经从历史文献中探
讨了走过中国大运河的诸多海外人士，
他们中有来华使者、商贾、僧人、传教士、
旅行家等。

我于2015年以来开展了与大运河
考古相关的工作，包括与唐代日本遣唐
使团历史有关的江苏南通如东掘港国清
寺遗址的发掘和如皋隋唐掘沟遗址的考
古发掘。这项工作是2015年由南京大学
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诸多同志调查勘
探确认，2017年7月-2018年8月对大
运河重要支流“通扬运河”（隋唐“掘沟”）
东端近海的掘港（今南通如东县主城区）
古国清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结果
表明，该遗址最下层的土建筑台基遗存
是始建于1200年前唐代晚期元和年间

（806—820年）的掘港国清寺建筑遗存，
是中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
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南通及江苏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标志性遗迹，是海上丝绸
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见证地和遗产点，
也是联系日本、东海、掘港运河及运盐
河、大运河及扬州乃至长安等海上丝绸
之路文化交流线路的重要节点。

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在江
苏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南京大学和如皋
市博物馆联合，对如皋境内唐代大运河
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运河——
隋唐古“掘沟”遗址暨古通扬运河遗址区
域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经过6个多月的调查勘探，在如皋
市如城街道—东陈镇段运河遗址两侧发
现有多处文化遗址，其中以十里铺（古代
称“邗沟铺”）路以北、兴源大道以东紧靠
古掘沟运河的徐家桥段区域勘探发现的
一处古遗址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址南
北长约90米（东段）—120米（西段），东
西宽约200米，地下遗迹保存相对完好，
当时经探沟试掘，获知遗址的年代不晚
于宋元时代。

经2022年3月至12月近10个月的
发掘和勘探，我们还在徐家桥遗址发现
不晚于唐代的古运河“掘沟”遗迹及晚唐
五代时期的灰沟、宋代的古河道、灰沟、
灰坑等各类遗迹11处；出土唐代至宋代

大运河是沟通世界的桥梁

的文物标本200多件，包括瓷器、釉陶
器、铁器、铜钱、铜像、砖瓦、建筑构件等。
同时，我们又把探索的视角延伸到《入唐
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载的唐代“如皋
镇”（今南通如皋市主城区）遗址。

2022年的考古发掘证明，如皋境内
徐家桥遗址段古运河遗址的时代不晚于
唐代，结合唐代开成四年（839 年）日本
遣唐使团中请益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里所记载的内容可知，这段古通
扬运河遗迹应该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

“掘沟”运河遗迹，也是唐开成四年日本
遣唐使团去扬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重要
运河河道，它与如东国清寺遗址共同构
成了江苏南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
史遗迹。

如皋历史城区考古勘探所获资料证
明，今天的如皋历史城区至少在唐代后
期已经是古通扬运河上的重要城镇。在
地下发现的唐代晚期古井位于古运河

“掘沟”南岸，井中出土长沙窑瓷器大约
属于公元9世纪时期的遗物。日本高僧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的

“如皋镇”“如皋院”“如皋茶店”以及“掘
沟北岸，店家相连”“水陆左右富贵家相
连”的历史场景由此获得了考古资料的
证实。

勘探发现的五代至元明时期的砖铺道
路呈南北走向，被今天的如皋城市南北中
轴线主干道“人民路”所叠压，表明1000多
年来如皋城市的南北中轴线一直北依古通
扬运河而未曾移动，这为认识现代如皋城
市的空间格局之形成和作为运河城市的规
划特征等提供了考古实证材料。

大运河对海洋城市的
形成发展有着支撑作用

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或海
港城市都分布在自然大河与渤海、黄海、
东海、南海等海洋区域交汇之地，但由于
天然良港形成所需特殊条件及从港口通
向内陆区域需要更加广阔的运输网络，沟
通中国南北方与东南沿海的大运河运输
网络遂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城市或港城形成与发展的极重要条件。

对此，我们试举与唐代扬州港城和
元代庆元港城的两项考古发现为例：

一例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
洞海域发现的唐代时期的“黑石号”沉
船，该沉船出水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
器、铜镜等物品，其中仅长沙窑瓷器就有
5.65万件，还有越窑、邢窑、巩县窑等诸
多中国南北方不同窑口的瓷器。据著名
学者齐东方等人研究认为，该船的始发
港应是大运河隋唐港城扬州。

另一例是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近海
海域发现的元代时期的“新安沉船”。这
艘沉船上发现的中国瓷器包括大运河及
长江、淮河沿线的诸多“窑口”生产的产
品，如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窑、磁州
窑、宜兴窑、老虎洞窑等，当然也有来自

中国沿海的龙泉窑、义窑、磁灶窑、洪塘
窑、石湾窑等产品。专家们认为，新安沉
船作为从中国（元朝）装载货物前往日本
并不幸于韩国（高丽）海域沉没的国际商
贸船只，其在中国的始发港正是当时中
国大运河最南端的著名国际化港城——
庆元。

这些沉船上的考古发现本身就构成
了一个“国际化”的多样文化结构与商贸
经济景观，生动展现了当时中国通过大
运河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刻关联的历史
事实。

大运河对文化产品的
国际流通发挥重要作用

古代从域外运入中国的商品包括香
料、玻璃、宝石、陶瓷、硬木、银元、金银
器、药材等，当然还有除商品之外的宗教
文化、建筑文化、艺术等海外文化元素，
其进入中国内地，尤其是进入中国的都
城，大运河是其最重要通道。

这里仅以在古代中国唯一进入中国
宫廷与市场的瓷器——“高丽青瓷”为
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近年的70
年间，在中国境内的浙江、江苏、安徽、山
东、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北京、广
西、台湾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高丽青瓷
器（含残碎标本）。其时代为北宋至明代
早期，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不同王朝与
高丽王朝（918-1392）之间的外交、商业
与文化交往，具有不可代替的学术价值。

高丽青瓷的出土具有显著特征：一
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由国家指定的
可以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海港城市，如
北宋时期的明州、南宋时期的明州（1195
年改称庆元）、杭州；元代的庆元、太仓、
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它们大多数和大
运河相联通。二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
和大运河直接相连的都城区域。迄今，中
国出土高丽青瓷数量最多的是南宋的都
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和元朝的元大都

（今北京）。三是重要的大运河沿线地方
城市。除两宋、辽、金、元、明初国际贸易
港口城市和都城之外，在诸多地方性大
运河城市也有高丽青瓷的发现。如江苏
淮安、扬州、元代“六国码头”太仓浏河港
附近的吴江同里镇、安徽北宋汴渠线上
的淮北市等。

总之，中国古代大运河作为中国古
代最大的人工运河，不仅对中华文明的
持续存在和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
用，而且在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
中同样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特别是
后者，迄今所知的资料还非常有限。除
了历史文献，考古学在其中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今天，中国大运河作为全球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一员，作为中国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对象，她同样
在发挥着连通世界之“桥梁”和“使
者”的作用。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 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关系示意图

▲ 贺云翱教授及其考古团队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考古发掘中

占总长的三分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下的“世

界遗产”事业在发展中，先后产生了世
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工业遗产、农
业遗产、文化景观、灌溉遗产、非物质
遗产等各类遗产类型，其中包括“线性
遗产”类型，而中国“大运河”属于“文
化线路”遗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运河的
保护利用，要求以世界文化遗产的
标准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
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进行重要指
示——“大运河是宝贵遗产，是流动
的文化，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
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统筹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

2019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
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方案》，该方案于2019年12月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全国执行。方案要求大运河沿线各地与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规划纲要”及

“建设方案”进行对接，制定充分体现区
位特点优势的高质量实施规划。

因此，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伟
大的交通运输工程，也是支撑中华文明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还是多样文化共
生共通共荣的空间廊道，更是“海上丝绸
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
的交汇纽带。大运河区域是影响近代中
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大运河已成为
当代中国最宏大的国际文化“名片”。

▲ 江苏无锡段古大运河


